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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内的课外补习①不断增长，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课外补习的提供者
多种多样，从中学生、大学生到学校教师或退休教师。[1]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
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大陆课外补习行业市场规模超过 8000 亿元，参加补习学生人次超过
1.37亿，补习讲师②规模达 700万至 850万人。[2]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补习机构，补习行业
已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之一。而在进入补习行业的众多大学毕业生当中，包括一部分公
费师范生。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起始于 2007 年，2011 年首届公费师范生毕业。相关调查显示，从
2012 至 2016 年，6所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履约就业率为 96.5%。[3]尽管履约就业率不低，但是很
多调查发现，公费师范生的履约意愿、从教意愿并不高。 [4][5][6]不愿履约的学生大致分三种情况：第一
种是迫切希望考研继续深造；第二种是不愿意到学校教育机构工作，希望到教育行政部门或教育类
公司工作；第三种是不愿意从事教育行业，希望从事其他行业。[7]在第二种情况下，公费师范生选择就
业的教育类公司主要就是课外补习机构。

2018 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规定“公费师范生、部属师范大学和生
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要求“公费师范生毕业后一般回生源所

［摘 要］ 以福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为理论视角，采取质性研究取向的个案研究方法，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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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讨公费师范生选择成为补习讲师的原因、过程及其身份认同，结果发现在结构性限制条件下，
对于违约的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而言，进入补习机构既是次优选择也是更优选择；公费师范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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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份中小学任教，并承诺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 6 年以上”。尽管受到《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的限
制，但是部分公费师范生还是选择违约进入课外补习行业从事补习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
一选择是哪些原因促成的？选择的过程是怎样的？此外，公费师范生某种程度上是有明确职业定向的
职前教师，这种身份可以称之为准教师身份。从公费师范生到补习讲师，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是
从准教师身份到补习讲师身份的转变。已有研究发现，主流学校教师身份和补习机构讲师身份之间
存在着专业身份的区分与对立。[8]那么，公费师范生是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但相关的身份的呢？
目前，关于公费师范生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四个主题：公费师范生就业研究、公费师范生职业

认同研究、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研究和师范生公费教育课程设置研究。其中，关于公费师范生职业认
同和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的研究数量较多、较为成熟，而关于公费师范生就业研究和师范生公费教
育课程设置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9]在研究方法方面，当前关于公费师范生的实证研究方法主
要包括质性研究中的话语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量化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其中，对于公费师范生群
体的心理特征和对政策的认同状况进行的调查主要运用的是量化的问卷调查法。 [10]比较而言，在公
费师范生就业方面的实证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相对欠缺，尤其是对违约公费师范生就业的
研究。与此同时，由于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学前教育专业的公费师范生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其身上
交织的身份标签（公费师范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准幼儿园教师等）更为多元。已有研究发现，比起
公费师范生，学前教育专业让学生更为困惑，更想撕下这个标签。 [11]基于此，本研究将主要聚焦于学
前教育专业的公费师范生，探讨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为什么选择违约成为
补习讲师以及如何成为补习讲师？目的在于探讨其成为补习讲师的原因和过程；二是学前教育专业
公费师范生如何看待补习讲师和教师这两种身份？目的在于探讨其对这两种不同但相关身份的理解。

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的职业选择与身份认同

由于新自由主义概念的复杂性，界定何谓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12]沃德（Ward）和
英格兰（England）认为对新自由主义存在着四种主要的理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项目的新自由
主义（neoliberalism as an ideological hegemonic project）、作为政策和计划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as policy and program）、作为国家形式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as state form）以及作为治理术的新
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as governmentality）。[13]本研究主要从治理术的角度来理解新自由主义，这是一
种福柯式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下，新自由主义经常被描述为构成实践、制度和身份认同的话语。[14]

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一种新的主体（subject）或者主体性（subjectivity）诞生。这种主体呈现出
向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回归，不过区别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人所侧重的“交换”，新自由主义
经济人更强调“竞争”。借助“人力资本”的概念，福柯把新自由主义经济人重新定义为“企业家”，通过
形成人力资本，寻求加强其竞争价值。[15][16]个体需要为选择、决定、就业等负责。[17]这种竞争造成了个
体情绪上的不安全感 [18]和普遍的绩效焦虑。 [19]我国自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市
场化政策的推行。从治理术的角度来看，这是治理策略的转变，旨在使公民转变为自我的企业家。[20]

这一转变过程伴随着传统的单位体制的弱化甚至解体。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进一步通
过打破铁饭碗、结束终身雇佣制、建立劳动合同体系、免除工作单位对于员工的社会福利的责任等将
国有单位市场化。由此，“单位人”也发生了类型的变化，逐渐从“单位人”转变成了“后单位人”或者
“社会人”。[21][22][23][24]但是，有研究者[25]认为“单位人”不仅概括了个人与公共组织连接的制度特征，而
且概括了单位成员的文化特征；“社会人”概念只能概括后单位制时代城镇居民的制度特征，没有包
含相关的文化特征的内容，因此提出用“自我企业家”的概念来理解“后单位人”的文化特征。“单位
人”具有依附性、风险厌恶、竞争性厌恶和结果公平偏好的文化特征，“自我企业家”则具有自主性、风
险承担、竞争性偏好和机会公平偏好的文化特征。[26]概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改革措施使得个体
越来越具有了自我企业家的特征，一方面国家赋予了个体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和选择空间，个体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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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择逐渐考虑到个体偏好、收入、自我实现等多种因素，而不再服从于国家的统一安排或者局限于
传统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个体也不得不承担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日渐增多的风险和自我责任。[27]

在教育领域，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和实践至少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已经开始对学校教育发挥作
用，[28]并对教师的工作及其身份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绩效考核、标准化和私有化教育改革等
举措，[29]新自由主义导致教师身份的去稳定（de-stabilizing）和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ing），教师成
为教育提供者和教育企业家（educational entrepreneurs）。[30]课程改革政策和绩效工资改革对包括工作
量、收入、福利、教学以及专业身份认同等在内的教师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31]

具体到学前教育领域，具有市场化特色的学前教育改革使得幼儿园教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面
临着专业身份的扭曲。[32]

不过，单位体制下拥有编制的公立幼儿园教师仍然具有相对较强的生活保障和相对稳定的工作
状态。不同于单位体制下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处于市场前沿的私营补习机构的学前补习讲师更多地
呈现出教育企业家的身份特征，其逐利性更为突出，这也导致其身份的尴尬。每到教师节，很多补习
机构的讲师都会产生“我们应该过教师节吗？”的身份疑问。甚至很多家长也认为补习讲师与学生之
间的教学关系只不过是“买卖关系”，讲师们只是“提分工具”，[33]这无疑会对公费师范生从事补习行
业的职业选择和身份认同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使用福柯意义上的自我企业家概念及其文化特征来理解补习讲师。特伦

特（Trent）基于香港的研究发现，主流学校教师和补习机构讲师之间存在着专业身份的区分与对立。[34]

本研究将以我国接受了师范教育但最终从事补习工作的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
如何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和自我企业家性质的补习讲师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异。理论方面，无论
是对于公费师范生的研究还是对于教师身份认同的研究，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实践方面，这对于
国家相关政策和补习机构师资管理及培训方面的调整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就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来说，本研究侧重于回答“如何/怎
么样（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相较于其他研究方法，质性研究取向的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更适合回答此类问题。[35]

（一）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主要采取目的性抽样中的强度抽样。所谓强度抽样指抽取具有较

高信息密度和强度的个案。[36]一般情况下，地域、户籍和收入等因素影响着个体的职业选择。对于公
费师范生来说，由于国家政策要求其在毕业后回生源所在省份工作，所以选择生源地与大学所在地
具有较大对比度和差异度的个体，可以提供相对更多的信息。另外，已有研究发现目前幼儿园对于男
性学前教育教师有着非常大的偏好。 [37]因此，就性别因素而言，男性的情况比女性更为复杂，一方面
幼儿园倾向于选择男性教师，另一方面男性却并不愿意留在幼儿园从事类似于“保姆”的学前教育工作。
基于以上分析和判断，经同学推荐，研究者选取了毕业于 A师范大学的男性 B老师。B老师为就

读于 A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在补习机构从事学前教育阶段的补习工作，其
家乡位于中国西部 C省农村地区，相对闭塞、理念落后、收入较低。其所就读的 A师范大学位于我国
东部发达地区 D 市，经济、文教、交通等发达，教育理念先进，收入水平较高。也正因为如此，D 市在
招聘教师时对于生源户籍有着一定的限制，这导致了 B老师的职业选择困境。
（二）研究资料收集
个案研究资料主要有六种证据来源，分别为文件资料（documentation）、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

察、参与式观察和实物产品。 [38]本研究主要通过访谈和文件资料两种来源收集资料，以形成三角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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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访谈方面，由于个体的职业选择与身份认同是较为私密的话题，因此研究者在正式访谈之前，通
过社交软件与研究对象进行了较多的互动，以增进双方的信任与理解，并就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
沟通和了解。正式的访谈采用半结构方式进行。就文件资料而言，既包括官方的、公开的，也包括私人
的文件资料。本研究所收集的文件资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国家关于补习和补习讲师的相关政
策文本；二是研究对象所在机构的相关制度文本，主要来源于研究对象所在机构的官方网站；三是研
究对象的私人资料，主要来源是研究对象微信朋友圈中[39]与补习相关的内容。
（三）研究资料分析
在质性研究中，资料收集、分析和理论视角之间的关系通常更为紧密。[40]本研究对于访谈和文件

资料的分析，主要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理论视角下围绕着研究问题进行。在具体的操作上，遵循卡
尼（Carney）的分析抽象的阶梯理论（Ladder of Analytical Abstraction）：第一层是总结和包装资料；第二
层是重新包装和聚集资料；第三层是发展和检验命题以建立一个解释性的框架。[41]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的违约：经济收入与自我实现的渴望
作为一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B 老师在学前教育专业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和了解到

的信息，让他初步产生了违约的想法，再加上个人偏好和就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使他最终走上
了违约路。这些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偏好，B老师坦言自己非常喜欢大学所在城
市，想留在这边工作。二是学以致用问题，B 老师所就读的大学是我国最好的师范大学之一，B 老师
在学校学习到了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这种理念反对幼儿园的小学化。B 老师户籍所在省份 C 省的
教育理念则较为落后，这使他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在 C 省用不上，因此他更愿意留在 D 市，以便能用
到自己所学的东西。三是收入和待遇问题，由于 B 老师户籍所在省份 C 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
以收入较低。作为一名男性，B老师对这样的收入很不满意。此外，尽管相关的文件要求省级政府确
保公费师范生就业有编有岗，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所有的公费师范生都有编制。据 B 老师说，
在 C省，自己想去的学校不一定有编制，而省里统一安排的有编制的学校可能又很不好，自己不想去。

我家那边的话呢，其实主要是我这个专业问题，虽然说到处都缺幼儿园老师，但你要是
真的回去的话，可能你所学的东西并不一定能用得到……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话，幼儿园
这块可能会比较偏小学化，然后刚好我们学前教育这一块呢，是比较反对小学化，反正回去
那边的话呢，刚好是（小学化）③这样子，那我可能觉得回去自己学的东西用不到。
我以前倒是没想到违约，但是慢慢了解了这个专业，回家并不是特别好发展，所以后来

才想到（违约）。
有些听说是回去之后不是安排当老师，好像什么养鸡养鸭的，说得太惨了……真的很

惨，我跟你说 XX 省那边有个学姐当时回去，你想你在 XX 大学四年，把有关儿童理论方面
的东西（带）回去，但回去它不给你带班，就让你打杂了。
说点比较现实的话，就是家里工资的确挺低的。如果回去的话，2000 多块钱一个月吧。

对一个男生来说，还是很有压力！
总结 B老师选择违约的三个主要原因，发现其明显体现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个体对于经济利

益的追求和自我实现的渴望。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个体职业选择的出发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国家需要和安排，而是更多地把个体需求放在首位。个体对于工作地点的偏好、对于更高收入的渴望
以及更好地发挥自己专业所长以实现自我的选择，都具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语境下个体自主选择和
自我管理的色彩。
（二）补习行业的进入：结构性限制条件下的偶然与必然选择
B老师一开始想去大学所在城市 D 市的公立幼儿园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就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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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益严峻，D市的公立幼儿园只招收本市户籍的本科生或非本市户籍的研究生。作为非本市户籍
的本科生，B老师的处境比较尴尬，无法直接进入 D市的公立幼儿园。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 B老
师尝试一下私立学校/机构，因为私立学校/机构并不考虑是否是本市户籍。之后，在一次宣讲会上，E
机构（B 老师现在所在的补习机构，中国知名补习机构）刚好把传单发给了 B 老师，然后 B 老师就试
着投了简历。经过初试和面试，B老师最终成功被 E机构录用。按照 B老师的说法，他一开始并未想
过要去补习机构，之所以最终到补习机构，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并不是自己“主动去找他们（指补
习机构）”。

我来 E 机构，也就是因为偶然的一次宣讲会，发传单到我手上，然后拿到这些，（我才
找到现在的工作），就是不是我主动去找他们那种感觉。
在谈及为什么不从事自己喜欢的翻译工作时（在访谈中 B 老师提到自己非常喜欢外语专业和从

事翻译工作，最初的想法也是填报外语专业，但是后来考虑到家人和亲戚的建议，才报读了公费师范
生，但是他在大学期间仍然选择辅修了法语作为第二学位），B 老师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由于大学期间的主专业不是外语专业，可能无法胜任翻译工作；二是经过大学四年“长期的熏陶”，自
己也不排斥当老师。

从事翻译的话呢，这个工作，怎么说呢，没有勇气去找这类的工作，毕竟是辅修，你知道
的，并不像主专业学习的那么多，可能功力不够深厚，如果真的去找这样的工作的话，可能
胜任不来，我感觉。长期的熏陶之下，其实感觉也不排斥（当老师）。我当时为什么（高考）志
愿当中并不是很想当老师，是因为我有更强的意愿，那就是我想学外语。所以，你要说对于
教育这方面，我其实是不排斥的，在长期的熏陶之下，也还蛮好的。如果以后有多种选择，
那可能也会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吧，就是把外语跟教育结合在一起。
尽管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个体成为自主选择的企业家主体，但是个体的自主选择受到既有的

制度（如单位制度、户籍制度等）限制，主体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内嵌于这些结构性条件下。因此，由于
户籍问题，B老师无法进入 D市的公立幼儿园。尽管按照 B老师的描述，其进入补习机构是一个偶然
的选择，但事实上如果 B 老师既想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学前教育知识）和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由于
大学期间的主专业不是外语专业，可能无法胜任翻译工作而不去寻找这方面的工作），又想留在 D
市，那么补习机构其实是其为数不多甚至唯一的合理选择。所以，B老师的选择作为一种结构性限制
条件下的自主选择，既是一种偶然选择，也是一种必然选择，体现出新自由主义视角下自我企业家主
体在既有社会结构下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三）补习机构的老师及其身份：“我也是老师”
随着就业压力的持续增大，目前补习机构的老师或者说补习讲师的来源日益多样化。在越来越

多进入补习机构的大学毕业生中，既有师范生也有非师范生。访谈中，B 老师提到，在他所在的 E 机
构中，大部分老师都是非师范专业毕业生，更不要说专门针对幼儿的学前教育专业。这意味着在补习
讲师的来源上，补习机构对于讲师的要求（大学所学专业、是否有教师资格证书等）并不是很高。以 E
机构招聘要求为例，2018年 4月，E机构列出的讲师招聘要求主要是四条：热爱教育，热爱学生；普通
话标准；认真负责有耐心；本科以上学历（应届生优先）。在这四条要求中，并未涉及大学所学专业和
是否有教师资格证书。

2018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从事语文、数学、
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相应地，E机构在此后的招
聘中增加了“有教师资格证优先”的要求。B老师是 2017年 6月毕业后即入职 E机构的，当时尚未有
关于教师资格证书的要求。因此，当其同事发现 B老师是师范专业且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时，都很吃
惊甚至会“高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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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现在从事这份工作，当中大部分老师都是非师范专业毕业，更不要说学前教育
专业。当有时候聊天，我一不小心透露说我就是这个专业的，可能（其他老师）觉得“哇”，就
是觉得你学过这个专业（了不起），不能说崇敬，但是会高看一眼。
也正因为毕业于师范教育专业，所以相较于其他讲师，B老师在补习机构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就是我第一天站到讲台上面，我不慌张。因为其他的同事，他们都基本从来没见过孩子
嘛……各种慌张，但是我没有，因为就上过课啦，我觉得下面坐的就是像之前的（孩子一
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在补习讲师的身份方面，B 老师认为“补习讲师也是老师”，他在孩子们面前和向别人介绍自己

的职业身份时，都会说自己是老师。在谈到这一身份定位的理由时，B 老师认为同样都是上课，所以
都是老师。也就是说，在 B 老师看来，是不是老师，不在于在什么机构工作，而在于从事着什么样的
工作。换句话说，公立学校老师与补习机构讲师的相同在于角色和任务的相同，不同仅在于所在学
校/机构性质的不同。

反正我在孩子面前也是说我是老师啊，的确也是老师。身份上、定位上，我跟别人介绍，
我说我的职业是老师。我其实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老师，我的确不是说仅仅是一个培训机
构的一个培训者。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老师，人家公立的老师是老师，我也是老师，没有什
么太大的区别吧。
照样是上课啊。哪里贴有标签说，你这个公立出来的，你是老师，你私立机构出来的，你不

是老师。
从法律角度来看，“教师”作为一个专业的称号，它的使用并无规限，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教师。[42]

这意味着很多自称教师的人并不是正规学校意义上的教师。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对于补习讲师的法律身份定位为“教学人员”———“民办教育培训
机构应当具备与所实施教育活动相适应的场地、设施设备、办学经费、管理能力、课程资源、相应资质
的教学人员等”。不过，对于 B 老师而言，尽管从事着营利性的补习工作，呈现出一种教育企业家的
身份特征，但是 B老师认为自己的工作与学校中的教师一样，所以他仍旧是老师，而非单纯的教育企
业家或者说“培训者”。
此外，尽管已有研究发现有的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想撕下这个标签，[43]但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 B

老师想撕下学前教育和公费师范生的标签。针对一篇《幼儿园正在祸害我们的孩子》的文章（该文章
对当前幼儿园小学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一方面呼吁法律禁止幼儿园进行知识教育，另一方面批评幼
儿园老师，认为幼儿园老师并不是教师，不具有教师资格），B 老师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针锋相对的
《幼儿园祸害孩子？这锅我们不背！》的文章，他认为“不是谁都愿意当幼师的，因为并不是谁都能当好
幼师，学前教育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透过此，我们可以读出 B老师对学前教育和学前教师的专业性
的认可。此外，B老师的选择和行为某种程度上更契合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的人力资本理论，即把自
己的学前教育专业所长作为一种资本而非负面的符号或标签，并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这种资本优势以
实现自我。
（四）公立幼儿园及老师与补习机构及老师之间的差异：杂事 vs自由与稳定 vs问责
B 老师认为公立幼儿园的各种杂事更多，但是在补习机构，自己可以选择作为全职还是专职老

师，专职老师只负责上课，而全职老师除了上课以外，也会从事课程开发、招生等方面的一些工作。目
前 B老师选择了作为专职老师，只需要上课，会有一些自由时间。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公立幼
儿园偏好男性教师但是男性却不喜欢待在公立幼儿园，可能是因为公立幼儿园的各种杂事与烦琐的
类似于保姆的工作，使男性不喜欢或不适应。通常来说，个体更倾向于多一些自主空间，补习机构相
对灵活、可选择的工作模式，给个体提供了这种机会。如 B 老师所说，作为一名男性，此后会尝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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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些挑战性而非琐碎性的工作，比如工作几年以后找合作者开办一个补习机构。
只是上课，那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会多一点，然后呢没有那么多杂事要做。但是在（公立）

幼儿园的话就不一样了。（公立）幼儿园老师真的是样样都得自己动手做，准备什么一些票
据啊……除此之外你还得应付各种学校工作，可能会比较繁杂……一般的（公立幼儿园）老
师，孩子午睡的话，也不可能午睡的，甚至连看孩子午睡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你可能要开
会，还得去弄资料，有时候加班也挺晚了。
相较于公立学校的老师，B 老师认为补习机构的老师上课更有激情，因为补习机构非常注重老

师们上课的激情。在 B老师看来，由于有编制的保护，公立幼儿园老师提高自身水平的动力不足，而
补习机构的老师如果打算长期从事这项职业的话，会对自身的要求更高。

我们上课更有激情。说真的，我们真的要比公立学校（幼儿园）的老师更有激情……我
们（课堂）下面坐了一些家长……有时候一个学生三四个家长陪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陪
着。那你上课要是随随便便或者没有激情的话，家长是不认可的，严重的时候，别人会投诉。
可能如果有编制的话，基本上好多老师每天就是正常的上下班，可能（对）自己教学水

平的提高没有太大的要求，的确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没有这种（动力和压力）……我提高
教学水平去给谁看啊那种。但是可能我们这边的话呢，除非你想着做完之后，这一年半年就
不做了。如果你想长期发展，肯定是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你想把课上得更好，然后呢对你
作为老师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提高）也好。
我们更注重提高这方面的教学水平，还有客户体验，这边课上得不好，可能会被举报，

但是公立学校不会被举报。
作为一种经济学话语，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强调消费者主权及自由选择，在教育市场下即

是要求教师顺从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和家长的要求。由此，补习机构普遍采取问责和绩效考核的方法
来对补习讲师进行规训和要求。在 B老师的一条朋友圈中，他把学生称之为“阿哥”和“格格”。尽管
这种称呼是借用当时热播影视剧中仆人对小主人的称呼，但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消费者导向
的补习机构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并不对等的地位。可见，尽管作为补习讲师的个体在补习市场上有着
自主选择的空间，但是一旦做出了此种选择，就要受到相较于公立幼儿园更高强度的问责要求。一方
面，补习讲师身处高度依赖顾客满意度的教育市场，因此他们比主流学校教师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
把工作做好；另一方面，不同于主流学校所具有的更强的科层制组织属性，身处市场前沿的补习讲师
有更强的灵活性以及更少的管理束缚，[44]即 B老师所说的“没有那么多杂事要做”。

五、讨论

总结访谈资料，可以发现在 B 老师的观念或者话语系统中，公立幼儿园是和编制、稳定、教师发
展动力不足、杂事多等联系在一起的，补习机构则是和不稳定、动力、激情、问责（投诉）、可选择性等
联系在一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市场化和顾客导向为理念的补习机构的特点及其与传统公
立幼儿园的不同。在访谈中，B老师也曾提到他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纠结，可以称之为自由与稳定
的纠结，亦即公立幼儿园有编制、生活稳定，而私立补习机构则代表着市场、选择与自由。这种选择虽
然给予个体更多的自由与自主空间，但是始终存在着一种“漂泊感”，或者用 B 老师的话说，“老了不
知道去哪”，这也契合了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对于体制内外工作进行选择时的纠结和
困惑。
（一）进入补习机构：次优选择还是更优选择？
B老师面临的选择主要有三个：一是进入 D市的公立幼儿园；二是进入 D市的私立补习机构；三

是进入 C省的公立幼儿园。这个排序也代表着它们在 B老师心目中的优先顺序。与进入 D市的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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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相比，进入 D市的私立补习机构，在 B老师看来是一个次优选择。这与特伦特的研究得出的结论
一致，但是造成这种次优选择的原因与特伦特的分析不一样。在特伦特基于香港的研究中，进入补习机
构之所以是很多人的次优选择，是因为这些人大多不具备相应的教学资格（teaching qualifications），无
法进入主流学校，补习机构由此成为他们的次优选择。[45]本研究中的 B老师之所以无法进入 D 市的
公立幼儿园，并不是因为缺乏教育资格或者相关的证书（B 老师拥有学前教育的教师资格证），而更
多的是因为户籍的限制。
与此同时，相较于 C 省的公立幼儿园，进入 D 市的私立补习机构对 B 老师而言却又是一个更优

选择。这部分地体现出相较于地域和个人发展前景，单位及编制的吸引力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有某
种程度的衰减。然而，在同一地域，单位及编制的吸引力仍旧存在。如果将 B老师的这三个选择进行
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对于 B 老师来说，补习机构似乎提供了一种既能留下来（留在自己喜欢的 D 市）
又能更好地发挥自己专长的平台。尽管很多研究者从教育公平或社会公平的角度对补习机构在制造
不平等方面的消极影响进行了诸多批评，[46][47][48]本研究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从就业选择的角
度来看，补习机构似乎提供了一种多元化、多样性就业选择的可能。尤其在当下存在着户籍制约和巨
大城乡差异的我国，补习机构提供了超越结构性、制度性约束的市场机制下多元就业选择的可能。不
过，这种可能实际上又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在资本的逐利取向下，补习行业呈现出一种相对的无序发
展和混乱状态，大大削弱了其可能产生的社会良性价值。因此，国家和政府应加强监管，补习行业自
身应加强自律，以引导补习机构更好地发挥其吸纳就业的积极社会作用。
（二）成为补习讲师：我也是老师
特伦特的研究发现不同的话语在主流学校和补习机构的老师之间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区分，这限

制了补习机构老师建构他们偏爱的专业身份认同的能力。[49]本研究也发现在 B老师的观念或者话语
系统中，公立幼儿园和补习机构是和不同的概念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公立幼儿园和私立补习机构之
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区分和对立。与特伦特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尽管公立幼儿园和
私立补习机构之间存在着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及与二者相联系的不同概念特征并不是一种一方完全
积极、另一方完全消极的状态，而是各具特点、各有利弊。在新自由主义的顾客导向下，市场化的补习
讲师具有某些不同于公立学校教师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并不是一种完全消极的、营利的企业家特
征，而是有发展动力和激情的。
此外，B 老师不认为自己不是老师，只是不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即与公立学校的老师之间并不存

在一种补习讲师身份与主流学校教师身份上的对立，这与特伦特的研究发现相反。本研究认为这与
B老师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的教育经历和专业学习有关。由于 B 老师经历过专业学习，且
拥有教师资格证书，他之所以选择在私立补习机构而非 C 省的公立幼儿园工作，也是希望能更好地
实践自己学到的知识。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下，B 老师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自己也是老师”
的定位，而不仅仅是“培训机构的一个培训者”或者营利的教育企业家。很多补习机构老师存在的“我
们应该过教师节吗”“我们是否是老师”的困惑在 B老师身上并不存在。B 老师的这种“我也是老师”
的定位和状态，凸显出专业训练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训练和相关的资格证书对个体身份确认
的重要作用。这至少说明通过专业训练和获取相应的教师资格，能够提高补习机构讲师的专业技能
和身份认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务院相关规定要求从事学科知识培训者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的合
理性。
路易斯（Lewis）从劳动过程理论视角对当前关于高技能的争论进行分析后认为应该拒绝二元论，

即国家和政府应该为高技能人才的供应负责，通过教育和培训系统生产、供应高技能人才，而公司和
资本是需求方，仅仅是高技能人才的购买者和消费者的观点。这种二元论掩盖了公司应当在技能的
生产中作为合作者的责任。公司应当通过订单式培养、在职培训以及鼓励员工持续学习的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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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等，在作为技能和证书的提供者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50]相应地，要解决补习讲师身份认同中
存在的问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改变现有观念，通过合作来培养补习讲师，即补习机构不单单是人才
的需求方，而应当参与到补习师资的培养中来，通过与师范院校合作，以订单式培养、在职培训等方
式提高补习机构的师资水准。随着学生补习年龄的逐渐下降和学前教育阶段补习与照顾需求的日渐
增多，提供专业师资的必要性更加迫切。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至少可以保障孩童及家长的合法选择
权利，使得他们能够在补习市场上选择到更为专业的学前教育师资与服务。最后，需要略做说明的
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补习”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试类补习；二是素质类补习，包括孩童兴趣、
思维、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本研究所持的价值立场并不是鼓励学前教育阶段应试类的课
外补习，至多是赞成素质类补习，更希望的是通过改进学前教育各类机构的师资质量，使孩童得到更
好的照顾与教育，促进其健康发展。

注释：
①课外补习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及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称谓，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私人补充辅导），在我国则有补习、课外辅导、课外培训、教育培训等多种称谓。
本研究统一称为“课外补习”或简称为“补习”。
②补习机构的教学人员或者说补习机构的老师，英文单词为“tutor”，与“teacher”（教师）并不一

样。在日本，tutor被译为“讲师”；在我国香港地区，则习惯称之为补习导师或补习讲师。本研究统一
称之为“补习讲师”，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学校的“教师”。相较于“补习讲师”和“教师”，“老
师”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称谓，所以本研究将访谈对象称为“老师”。
③括号内的内容为访谈者根据访谈的情境及访谈对象的意思所加。由于在口语中会省略掉一些

内容，所以研究者进行了补充，并放在括号内以示区分，从而更完整地呈现访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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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overnment-paid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to Tutors：The
Career Choice and Identity of Male 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s

—A Case Study Based on Neoliberalism
Dongdong Pan，1 Mo Wang2

（1Education School，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999077
China；2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aking Foucault’s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hi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explores the career choice and identity of a male government-paid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 who entered the tutoring industry to become a tutor without performing the contract b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document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under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or the pre -school
government-paid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who are in breach of the contract，the entry into the tutorial
centers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both the second-best and the better choice. The systematic
pre-school education produces the identity that tutor is also teacher without conflict between the identity
of tutor in tutorial centers and that of teacher in the mainstream schools. Based on the finding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supervision，and the tutoring industry strengthen self-discipline
and guide tutorial centers to better play their positive social role in absorbing employment，especially for
those male pre-school government-paid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who are in breach of the contract.

Key words：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tutor，career choice，identity，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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